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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引发的话题

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涉及中外海上交通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关系社会的

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而这一研究命

题早就引起了我国学术界和相关部门的关注，尤其是 20世纪 90 年代以后，国内

更掀起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热潮。1990 年 10 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

30多个国家的 50多位学者和新闻工作者乘考察船自意大利威尼斯港出发，沿海

上丝绸之路对 10多个国家的 20多个港口城市进行了考察访问。考察团在中国访

问的沿海城市只有广州和泉州。看得出来，其对泉州的重视程度远在广州之上。

考察期间，曾在泉州召开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研

究中心，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种情势，对于广州这样一个在汉代以后迅速崛起，

并历经 2000 年而不衰的港口城市来说，似乎有些不公。更何况，若以历史的眼

光看问题，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其实是广东的徐闻和广西的合浦。

而这一点的被忽视，也令人觉得有些不平。然而，无论如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此次考察活动，如同催化剂一般，唤起了国人对海上丝绸之路问题的进一步关

注。

近几年来，广东省在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开发方面做了许多值得称道的工

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当中，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省文史馆以及广东珠

江文化研究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曾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到相关

港口遗址进行调研，形成了专题调研报告，在此基础上向省政府提出了“应当重

视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开发”的建议，引起了省政府的高度重视。随后他们又成

立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包括在湛江召开“海上

丝绸之路与南方港口”学术研讨会，组织撰写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专著，等

等。广东近年来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开发及其成果，影响和带动了广西，使广

西的学术界和相关部门进一步关注海上丝绸之路问题，尤其关注广西合浦作为我

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口的历史地位及相关问题。



然而，在对广东的研究成果的学习中，我们也发现，其中某些研究成果，在

提升广东作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发祥地之一的历史地位的同时，却对同样作

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发祥地之一的广西有所忽视，这使人感到困惑。2003

年 5月，由黄启臣教授主编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出版面世。我们注意到，

这部专著在谈到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发祥地时，只说广东，不提广西。主编

者用 1965 年时我国的行政区划追溯历史，把广西合浦港列入古代广东港口的名

下，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含有进出口对外贸易业务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

早发祥地，应当是广东境内的徐闻、合浦”
[1]
，“丝绸之路的最初起点在中国，

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最早在广东”
[2]
。这样的处理方法和表述方式，是否科

学、准确、实事求是？令人有些怀疑。此外，在该书的某个章节，还根据主观推

断，将古代番禺（今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时间尽可能提前，认为番

禺与徐闻、合浦一样，“均可以成为西汉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
[3]
，认

为在汉代，“徐闻、合浦、番禺均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又是西方各国

来华贸易的停泊目的港”
[4]
。这样的提法似乎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是一部功力颇深的学术专著，是迄今关于我国南方

海上丝绸之路的较早的、有重大影响的著作。本文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广西是不是

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发祥地之一？涉及西汉时期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究竟是哪几个？依据什么来确定？因而在此讨论讨论。

二、《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是确定我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最

重要的依据

关于我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确定，必须有可靠的历史文献记载作

为依据，这是毋庸置疑的。从过去到现在，不少学者在论及中国古代南方港口的

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时，毫无例外都要引述《汉书·地理志》中那段 234 字的记

载作为依据。那段文字是这样的：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

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

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



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

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

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

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

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为了理解的方便，下边试将以上引文的意思连贯起来，用现代汉语加以表述

（其中某个外国地名相当于现在何国何地，学术界尚未完全达成一致。为叙述方

便，采用通常的看法）：

从日南边塞（今越南中部）、徐闻（今属广东）、合浦（今属广西）的港口乘

船出发，航行约五个月，就到了都元国（今越南南部）；再航行约四个月，可到

邑卢没国（今泰国华富里）；又再航行二十多天，可到谌离国（今暹罗湾头之佛

统）。在此弃船上岸，步行十多天，就到了夫甘都卢国（今缅甸蒲甘）。自夫甘都

卢国登船，再航行约两个月，可到黄支国（今印度东海岸之建志补罗）。黄支国

的风俗与汉朝的珠崖郡（在今海南省）有些相似。那里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出

产许多珍宝异物。自汉武帝登基以来，黄支国常派使者带礼物前来朝见。汉朝之

时，朝廷也常常派遣少府黄门属下的译官为使者，与招募来的水手、商人一起，

乘船到海外一些国家访问，同时交易明珠、璧流离（琉璃）、奇石、珍宝等东西。

这些人带着黄金和各色丝织品前往。所到之处，都有当地人热情地提供食宿和补

给，并相伴随行。在一些地方，还必须换乘当地的商船，才能到达目的地。在从

事交易的过程中，有时也会碰到外国人因贪图钱财而行骗甚至劫货杀人的情况，

而更多的则是遭遇海上狂风恶浪的袭击，不少人因此而丧生。即使幸免于难，也

要熬过数年艰辛的日子，才能回到汉朝的出发地。黄支国一带地方出产的珍珠，

最大的直径近 2寸。在西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 1—5 年）王莽辅政的时候，朝

廷为了显示天朝上国的尊严，派人给了黄支国王很多好处，要求他派出使者献上

生犀牛。从黄支国渡海往南，航行约八个月，可到皮宗（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

自皮宗往北，航行约两个月，便可回到汉朝所属日南郡、象林县境。在黄支国南

边，还有一个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当年汉朝的使者和商人们最远来到这个



地方便返程了。

上述记载，的确十分重要。如果说，要确定我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必须有可靠的历史文献记载为依据，那么，《汉书·地理志》的这段记载便是现

今所能掌握到的最重要的文献依据。因为，在《汉书》之前的我国典籍中，还未

能找到如此具体、如此确切地描述中国人自南海港口乘船出发，到海外一些国家

访问和从事商贸活动的记录。《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明确地昭示了以下几个方

面的事实：

(1)西汉之时，在其版图最南边的日南（今属越南）、徐闻（今属广东）以及

合浦（今属广西）是当时人们乘船前往海外的出发地。

(2)西汉时期从中国南方港口出发的船只，曾先后到过今越南、泰国、缅甸、

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国。

(3)西汉时期通航海外的船只，曾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对外贸易活动。人们带

出去黄金和各色丝织品，换购回珍珠、璧琉璃、奇石、珍宝等。

(4)汉代通航海外的船只，除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外，还担负着对外友好交往

的任务。汉朝使者与黄支国的使者，就曾互相访问过对方国家，互相赠送过礼品。

(5)当年我国前往海外的船只，一般沿北部湾海岸线绕中南半岛航行。但在

返程时，有时会从印度东海岸往南经印度洋到达印度尼西亚，然后由印度尼西亚

向北经南海返回日南郡境。然而这条海路在当时是相当危险的。

上引《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十分确切地描述了汉代我国南方港口海外交通

和对外贸易活动的情形，因而是今天我们确定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发祥

地的最重要的依据。从这一可靠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认定，西汉时期我国海上丝

绸之路已正式形成。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口，有日南、徐闻、合浦三处。

日南郡在 10 世纪中叶越南建成独立的封建国家时，已纳入越南的版图。因此，

广东的徐闻和广西的合浦是我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换言之，广东和

广西，都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发祥地。显然，这样的提法，才是比较客观、

准确、实事求是的。

至于番禺也是汉代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的说法，看来多半是一种推



断，尚缺乏有力的证据，特别是缺乏可靠的文献记载方面的依据。前引《汉书·地

理志》明确地记载了日南、徐闻、合浦是当时乘船出海的始发地，但并没有提到

番禺。而且，西汉时期的其他任何史籍也没有番禺作为始发港口的记录。这恐怕

不是古代历史学家们一时的疏忽。番禺在西汉所设九郡中是南海郡的郡治，此前

又是南越国的国都，地位是比较重要的。如果其确是外贸船只的始发地，像《汉

书》那样的官书不会没有记录。由此看来，有必要将商品货物集散地和对外贸易

进出港口加以区别。番禺当时是一个繁华的商品货物集散地，但毕竟还不是对外

贸易进出港口，其出海贸易的功能还必须借助于徐闻港才能实现。史籍记载番禺

成为对外交通和贸易的直接港口的时间，最早不会早于西晋时期
[5]
。近人梁嘉彬

在总结历史上广州和南海诸港口在海外交通贸易方面的作用时就曾指出：“东吴

以前，盖以徐闻、合浦、日南为南海市舶要冲地，晋以后，始以广州（古番禺）

为交通海上诸蕃之主港也。”
[6]
这个结论是客观的。由此我们认为，在没有可靠

文献记载的情况下，不能仅根据汉代番禺是岭南一个繁华的商品集散地，就推断

它同时也是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始发港。

三、广西合浦在汉代是最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广东的徐闻、广西的合浦都是西汉时期正式形成的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

港口。若将徐闻与合浦做一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汉代合浦的重要地位远在徐

闻之上，合浦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口。

1．古代合浦港具有特别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

合浦地处北部湾畔，位于南流江入海口处，靠山面海，地势平坦，海域宽阔，

常年不冻，是极好的天然良港。在古代，由于造船和航海技术的限制，出海航行

的船只不能远离海岸。因此，地处北部湾畔的合浦，成为南方港口中（日南除外）

通往海外的最近便的一个港口。自合浦港沿海岸西行，就可以到达中南半岛的很

多国家，这比自雷州半岛的徐闻港出发要近便得多。再从当时内陆的交通状况来

看，我国幅员辽阔，山川纵横，古代陆上交通不便，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中原

地区通往岭南主要靠水路。自秦始皇令史禄开凿灵渠之后，由中原地区到南方出

海口，可以经由水路直通。具体路线：中原地区经长江水系人湘江，过灵渠，沿



漓江而达桂林，再经漓江、桂江而达苍梧。然后，经浔江溯北流河而达容州，过

桂门关后接南流江而达出海口。秦汉时期，封建王朝对岭南及交趾地区（今越南）

有过几次大的用兵，走的基本这条路线。这条由中原南下最便捷的水上军事通道，

同时也是当时货物运输、商贸交通的重要孔道。地处南流江入海口的合浦港，拥

有如此便捷的交通条件，其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极其重要的始发港就不足为奇了。

2．汉代合浦城市发展水平较高，为其成为对外贸易港口提供了依托

港口必须有城市作为依托，这是基本的规律，古代亦然。汉代合浦港有作为

郡治的合浦县城作为依托。过去，有人根据清代阮元《广东通志》的记载认为，

合浦初设郡时，郡治在徐闻，东汉时郡治才迁至合浦。但近年来，广西一些学者

经过周密的研究，已经纠正了这个说法。其依据是，《后汉书·郡国志》载合浦

的属县中，将合浦列为首县，《郡国志》并注明“凡县名先书者，郡所治也”。而

《汉书·地理志》载合浦属县时，虽将徐闻列为首县，但并未注明首县即郡治所

在
[7]
。此外，有更多的史料明确记载西汉时合浦郡治即在合浦。比如北魏郦道元

《水经注》载：“交州合浦郡，治合浦县，汉武帝元鼎六年所置也。”宋王象之《舆

地纪胜》“廉州”条下亦载：“汉平南越置合浦郡，今州（指廉州，今合浦）即合

浦郡理也。”这些记载都清楚地表明，西汉置合浦郡时郡治即设在合浦。合浦既

为郡治，离作为苍梧郡治所以及统管岭南各郡的交趾（交州）刺史部治所的广信

（今梧州）也较近。同时，由于合浦拥有自南流江北上中原大地的水上交通线，

往返两汉都城长安、洛阳较为便捷，因而来往合浦的人流必然较多。《汉书·地

理志》记载，西汉时期合浦郡人口达“七万八千九百八十”，是岭南各郡中人口

较多的，仅次于曾作为南越国国都的南海郡（人口为“九万四千二百五十三”）。

合浦作为郡治，城市人口必定较为稠密。从考古发掘情况亦可得到印证：在合浦

县城周边，已发现汉墓达 6000 余座。几十年来，结合城市建设，已发掘的汉墓

有数百座。如此集中的汉墓，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合浦作为当时一个区域性中心城

市，人气较旺，已颇具规模。近年来，广西文物工作队在合浦县城东北面约 13

公里处，即石湾镇大浪村委会所属古城头村，发现并发掘了合浦县古城遗址
[8]
。

发掘表明，该古城遗址东南西北城垣长 215 米，呈正方形，城基宽 18米。城垣



内有一座西汉中期建筑遗址，发现有 20 个十分规整的柱洞，判断该建筑可能是

一个大的望楼。合浦大浪古城遗址据称是我国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

的汉代县治遗址。古代合浦城市的发展，为作为对外贸易重要港口的合浦港提供

了较好的城市依托。

3．汉代合浦经济比较繁荣，为其成为对外贸易重要港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汉代，合浦经济的发展达到较高的水平。支撑合浦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有

农业、采珠业、手工业和商业。

合浦地处北部湾畔，南流江人海口，境内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气候宜人，

具有发展稻作农业的有利条件。尽管《后汉书·循吏列传》记载说，合浦“郡不

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陆（趾）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似乎表明合

浦粮食奇缺，然而，从已经发掘的汉墓中，人们不仅发现有用铜碗装着稻谷的随

葬品，还有大量陶制的类似粮仓模型的随葬品。这些陶仓大都呈长方形，像一间

平房，前有门，门槛较高，其余三面则封闭，显然是用于储藏保管粮食之用。这

就表明，无论是用珍珠换回粮食，还是在本地生产粮食，当时合浦的粮食还是比

较丰富的。充足的粮食储备为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

合浦近海海域盛产珍珠，称南珠。早在秦代已有珍珠采集，到汉代，合浦采

珠业十分鼎盛。许多人以采珠为业而发家致富，地方官吏亦视采珠业有利可图而

采集无度，从而造成采珠业的人为破坏，直接影响了合浦的商业贸易。及至后来，

孟尝到任，采取措施“革易前弊”，实行珍珠的适度开采，从而使采珠业重新恢

复生机，合浦也重新出现“商货流通”的局面
[9]
。合浦采珠业的发展，促进了商

品流通，也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基础。

此外，汉代合浦手工业较发达，其加工工艺水平也较高，尤以青铜铸造工艺

和玻璃烧制工艺较为突出。汉代以来，岭南地区生产一种颇有特色的镂刻花纹的

青铜器。这种青铜器物，在合浦已发掘的汉墓中屡屡被发现，应视为本地所生产。

合浦汉墓中还发现有大量的玻璃制品随葬。有关专家运用现代科学分析测定，证

实这些玻璃制品大都既有别于西方国家早期的“钠钙玻璃”，也有别于古代中国

内地的“铅钡玻璃”，是一种用北部湾地区的原料加工的“钾玻璃”[10]。这表



明，随着合浦对外贸易的发展，外国商品的大量流入，本地工匠已学习到国外的

玻璃烧制工艺，生产出本地的玻璃产品以满足消费的需要。

众所周知，港口的发展应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汉代合浦农业、手工业、采

珠业及商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也为合浦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4．合浦汉墓中大量珠饰类海外产品的出土，是合浦作为重要的海上丝绸之

路始发港的佐证

前引《汉书·地理志》记载表明，西汉时期乘船出海的中国商人，带出去的

是黄金和各种丝绸品，买回来的是“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这些通称为珠饰

类的海外产品。合浦作为汉代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是海外产品在中国的第

一消费市场。由于这里城市发展水平较高，经济繁荣，人口集中，家境富有者不

乏其人，因此对海外珠饰奢侈品的消费量也较大。这种情况，必然会反映在古人

死后的随葬品中。合浦汉墓的发掘情况，恰恰印证了这点。自 20世纪 70 年代以

来，合浦县已有数百座汉墓被发掘。自治区及当地文博部门公开发表的若干发掘

报告
[11]

表明，汉墓中各种随葬品极为丰富，单从《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明

珠、璧流离、奇石异物”类海外产品来说，其数量就十分惊人。如合浦望牛岭西

汉木椁墓，出土 27 件水晶珠组成的串珠 1 串，蓝色玻璃串珠 3 串，琥珀印章 1

件，佩饰片 5 件，花玛瑙穿坠 1 件。合浦堂排西汉墓葬，出土玻璃 1656 枚，玛

瑙珠 13 枚，肉红石髓珠 99 枚，琥珀 7 件，水晶 19 件，以及大量绿松石。合浦

凸鬼岭汉墓，出土水晶珠 1粒，玛瑙耳珰 3件，琥珀 1 件，玻璃珠 149 颗，琥珀

串珠 3 颗。合浦母猪岭东汉墓葬，出土蓝色玻璃珠 860 粒，水晶珠 7 粒，玛瑙珠

2粒，琥珀珠 28粒。合浦九只岭东汉墓，出土玛瑙耳珰 1 对，琉璃珠 5000 粒，

由黄金、水晶、玛瑙、琉璃珠、琥珀等各色饰品组成的组合串饰 5组。像合浦那

样在汉墓中出土数量如此大的珠饰类制品，在我国南方港口城市中是十分罕见

的。上述珠饰类制品中，玛瑙、琥珀、水晶饰品，多是从海外输入。至于玻璃珠

饰，应有一部分从海外输入，更多的可能是当地工匠掌握了西方玻璃烧制技术之

后，“利用当地矿料造出价廉物美的玻璃投放市场，与进口玻璃一同在市场销售，



以满足市场上不同层次的需要”[12]。合浦汉墓大量珠饰类制品的出土，是合浦

作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有力佐证，它反映了汉代合浦的对外贸易曾盛极

一时。

上述情况表明，在我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中，合浦具有特别重要的

地位。相比之下，同是当时始发港的徐闻，在这些方面都缺乏优势。徐闻位于雷

州半岛顶端，在汉代，出海船只多沿海岸线航行，自徐闻到海外不如合浦便捷。

徐闻陆上交通不便，远离岭南经济中心番禺，沟通中原地区又必须借助于广西南

流江北向的内河水系。汉代徐闻城市发展水平和经济繁荣程度不及合浦，当地所

发现的汉墓葬不如合浦多，其规模也不如合浦大，同时也不像合浦那样有大量海

外珠饰类制品出土来证明该处港口曾经有过的繁荣。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

合浦是我国最早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汉代合浦港曾盛极一

时，但是，汉代以后，合浦港逐渐失去了昔日的优势。这是因为，随着造船和航

海技术的进步，海上往来船只已改变了过去沿北部湾以及中南半岛海岸线航行的

做法，而可直接穿越南海和印度洋。于是，经济日益繁荣的广州，其港口亦迅速

崛起，成为外贸船舶的始发港和直接目的港。广州取代合浦，成为汉代以后南海

对外贸易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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